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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四五” 期间, 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劳动生产率增速对于 GDP
增速起着决定性作用, 因此, 有必要对经济转型时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进一步分

析, 探究其增长源泉。 对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扩展, 并利用各省市 1998—2019 年

数据, 对劳动生产率进行回归估计和增长分解。 研究的主要发现有: OLS 回归结果

表明, 中国劳动生产率在产业结构转变期间确实经历了 “结构性减速”, 但分解的

结果表明, 这种减速主要存在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 对高劳动生产率部门反而有一

定积极作用; 回归和分解的结果表明, 出口结构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仅发生在

低分位处, 且总体效应较小; 产业结构转变期的资本产出弹性更大, 且资本深化仍

是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最大动力; 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一

定程度上取决于对方的水平, 目前教育扩张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仍有促进作用; 转

型期间劳动生产率的分布更加集中, 表明省际间的劳动生产率存在趋同, 分解的结

果表明主要是由要素回报导致的。 基于实证分析的结论, 未来引导产业结构向生产

性服务化发展, 进而引导制造业向高端化发展是缓解转变期经济 “阵痛” 的重要

途径; 同时, 兼顾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的教育扩张将更有益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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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自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经济体量实现了飞速增长; 同一时期, 其劳动生产率也

经历了相似的增长过程。 1978 年, 中国实际劳动生产率仅 5176. 6 元; 而到了 2019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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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际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 118003. 1 元, 41 年间增长了 21. 8 倍。 从图 1 可以看出, 劳动

生产率和 GDP 增长过程具有高度一致性, 尤其是在 2010 年及以后, 二者的增长速度基本趋

同, 在 2014 年以后, 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已经超过 GDP 增速。 从 GDP 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

不难发现, 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增速对 GDP 增速的影响不断提高, 甚至直接决定经济增

速①; 同时, 这也意味着中国在 2010 年前后跨过刘易斯拐点 (准确地说, 应该是刘易斯第

二拐点), 即由纯粹的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带来的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1-2] 。

①　 由
 

Yt = LPt × Lt , 可以推导出经济增速
ΔYt

Yt-1
≈ ΔLPt

LPt-1
+

ΔLt

Lt-1
。 其中 Yt、 LPt、 Lt 分别表示 t 时期的 GDP、 劳动生产率

和劳动力数量。

图 1　 1978—2019 年中国 GDP 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增速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http: / / data. stats. gov. cn / easyquery. htm? cn = c01

2010 年以后,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 在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后, 中国劳动力供给开

始下降, 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 在这一新阶段, 产业结构表

现主要为服务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 制造业由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转变[3] 。
在新阶段下, 基于要素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已不可持续。 就劳动力要素来看, 中国面

临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 劳动力供给持续下降、 人口老龄化加速和生育率较低的问题[4-9] ;
从资本要素投入来看, 迈过 2010 年后, 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

速呈下降趋势, 2011 年, 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分别为 27. 3%
和 21. 1%, 之后处于增长减速阶段, 到 2019 年, 增速分别下降至 3. 2%和 6. 6%。

站在 21 世纪的第三个十年,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和内部环境更加复杂。 一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且与民粹主义、 “逆全球化” 互相呼应[10] 。
二是 2020 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后疫情时代各国经济恢复缓慢,
疫情反复给各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带来巨大挑战[11] , 世界经济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12] 。 三是

“十四五” 期间, 中国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集中在发展质量上, 能否实现扩大内需、 进一

步优化经济结构、 以创新促发展等目标将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和 2035 远景规划目标

的关键。
实现经济高质量、 持续发展, 意味着需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2021 年 3 月, 政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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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报告提出 “十四五” 期间 “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的目标。 单从

数学意义上理解, 这一目标似乎很容易实现, 毕竟中国从业人员数量处于持续下降状态, 只

需国民生产总值保持增长即可。 但从实际意义来说, 这一目标是要求国内生产总值应由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拉动, 保持合理与健康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将决定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
深入分析影响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因素, 有利于正确认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 挖

掘新时期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 通过对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扩展, 本文得到包含产业结构转

变、 资本深化和教育因素三方面的劳动生产率生产函数, 并利用各省市 1998—2019 年数据

进行 OLS 回归分析; 进一步地, 对不同阶段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进行 RIF 分解以探究不同因

素的增长贡献。 本文的意义在于: 回归分析的结果肯定了中国经济在结构转型升级时期确实

经历了 “结构性减速”, 但也认可产业结构转变的积极作用, 即促进上侧分位数上的劳动生

产率增长; 同时, 本文还发现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时的相互影响。

二、 相关文献回顾

在众多研究劳动生产率的文献中, 可以按照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进行分类, 这些因素

包括: 产业结构和全球产业链分工、 资本深化、 教育和人力资本、 市场配置资源有效性、 创

新和技术进步、 城市规模、 环境等。 本文主要关注产业结构、 出口结构、 资本深化、 教育人

力资本四方面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研究成果。
1. 产业结构和劳动生产率

把产业结构升级看作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优化的过程, 那么结

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13-14] ; 而 “鲍莫尔成本病” 观点认为, 劳动力不断从进步

部门转移到停滞部门, 最终会导致整体生产率的降低[15] 。 1990 年以后, 非洲和拉丁美洲国

家的产业结构工业化转变处于下降态势, 那些依赖于自然资源出口的国家, 劳动力从高生产

率部门流向低生产率部门, 导致整体劳动生产率降低[16] 。 有学者使用 1973—1990 年联合国

工业开发组织 39 个国家和 24 个行业的数据对劳动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 发现尽管总体上产

业结构服务化转变对劳动生产率有负向作用, 但那些致力于发展电子行业的国家实现了劳动

生产率更快的增长[17] 。 还有学者对俄罗斯 1995—2012 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进行了分解, 发

现结构变化的影响是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速增加、 随时间降低的[18] 。 罗宾森 ( Robinson) 等

对中国 1978—1995 年的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 认为通过将要素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

至高生产率部门, 产业结构工业化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19] ; 但是, 李文兵等对 1979—
2005 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了分解, 认为三次产业结构转变期间没

有产生明显的 “结构红利” [20] 。 对中国 2010 年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认为, 中国经济正在

经历 “结构性减速” [21] 。 产业结构 “服务化” 对劳动生产率的负向影响被部分学者用于解

释 2011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放缓, 这一经济增长放缓的现象被称为 “结构性减

速” [22] , 支持这一观点的逻辑是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 其生产率相对工业部门生产率较低,
向 “服务化” 转变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陆明涛等也认为, 在劳动人口增长减缓甚至负增长、
资本投资下降、 要素产出弹性下降的冲击下, 结构性减速不可避免[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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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口结构和劳动生产率

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 具备吸收发达国家技术实现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的

“后发优势”。 卡茨 (Kates) 比较了 1970—1996 年期间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

速, 拉丁美洲国家产业结构转向具备比较优势的原材料加工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使得这些

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相比美国对应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减小, 而其余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

不断扩大[24] 。 孙文远和姜德波认为, 基于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利益的获得、 技术进步和技

术溢出效应、 企业和产业组织创新效应等途径, 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

积极作用[25] 。 唐东波对中国 2000—2006 年参与全球分工的研究也发现, 参与国际垂直分工

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确实有正向作用, 尤其对高新技术行业和低生产率企业的效应更大[26] 。
3. 资本深化和劳动生产率

资本深化即劳动力人均资本不断增加的过程, 根据 Solow 增长模型, 当经济处于平衡增

长路径上时, 劳均资本是稳定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储蓄率偏高和外向型发展战略都意

味着资本深化的持续性。 有学者通过对 1987—2005 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分解, 认为储蓄是

这一期间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 而这与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资本深化持续加深相

关[27] ; 类似的, 毛丰付和潘家顺也认为 1995—2010 年间资本深化对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劳动

生产率的贡献最大, 尽管这一影响呈缓慢下降态势[28] ; 李谷成也认为资本积累及其深化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29] 。
4. 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

在内生增长理论中, 知识和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十分重要, 进而影响经济的

长期增长。 在实证研究中, 大多数学者使用教育人力资本作为代理变量, 证实了人力资本提

高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如费舍尔 (Fischer) 等人使用欧盟 NUTS-2 地区的观测数据,
发现地区人力资本的相对提升对区域的劳动生产率确实有促进作用[30] ; 兰加斯 (Rangazas)
对美国长期 (1870—1970 年) 的劳动生产率研究表明, 教育数量和质量能解释美国 30%—
40%的劳动生产率增长[31] ; 其他的研究也表明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作用[32-37] 。

在现有关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研究中, 大部分学者从资本深化和要素结构转变的角度分

析劳动生产率增长, 少量研究考察了资本深化和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 前者忽视了中国经济

发展过程中教育扩张的贡献, 后者却没有考虑到结构因素的动态变化。 此外, 在研究教育人

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时, 大多学者仅考虑了教育数量而忽视了教育质量, 虽然张海峰

等估计了教育质量的影响, 但是其使用的数据较早 (1980—2005 年), 不能反映出高等教育

扩张的效应[38] 。 综合已有文献, 本文将考虑结构转变、 资本深化和教育 (数量和质量) 人

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边际影响和增长贡献。

三、 分析框架

在对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时, 主要使用的方法有两种, 即回归和分解。
回归的结果能直接反映在某一给定自变量 X 的水平上, X 的微小变动对于因变量 Y 的影响,
因此回归系数又被称为条件偏效应, 回归系数即为均值处的偏效应。 在某些情况下 (比如

·521·



　 《人口与经济》 2022 年第 4 期

研究性别收入差距和代际收入差异时), 为了测量 X 的微小变动对于 Y 的边际分位数或者 Y
的边际分布的其他函数的影响, 可以使用 RIF (Recentered Influence Function) 回归[39] 。

对被解释变量的变动进行分解, 有助于清楚认识不同解释变量的增长贡献。 在部分文献

中, 学者们对劳动生产率的研究专注于劳动生产率变动成因的分解, 比如, 法格伯格

(Fagerberg) [17] 、 佩内德 (Peneder) [14] 、 蔡跃州和付一夫[40] 等使用偏移—份额分解法将劳

动生产率拆解为进步效应和结构效应。 偏移—份额分解法对数据质量有一定要求, 即需要知

道各产业的投入和产出占比, 在实证分析中, 投入占比和产出占比数据往往由测算得出, 存

在一定缺陷。 另一种新兴的分解方法是基于 RIF 回归, 这一方法和 Oaxaca-Blinder 分解相

似, 但不同的是 RIF 分解研究的是要素 X 及其回报的变化对 Y 在不同时期分布的影响[41] 。
本文将基于面板 OLS 回归探讨各要素对于劳动生产率的边际效应, 使用 RIF 分解讨论

引起不同阶段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分布变化的原因。 下面介绍 OLS 回归模型和 RIF 分解方法。
1. 生产函数和 OLS 回归模型

基于 Solow 增长模型, 提出地区生产函数如下:
Yi, t = Ai, t(η1

i, t, η2
i, t)Kα1

i, t(hi, tLi, t) α2 (1)
　 　 其中, Yi, t 表示国内生产总值; Ai, t 表示该地区同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 取决于地区的产

业结构 η1
i, t 和出口结构 η2

i, t ; Ki, t 表示资本存量; hi, t 为地区平均人力资本, Li, t 表示劳动力人

数, hi, tLi, t 的意义类似于有效劳动力; α1、 α2 分别表示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力产出弹性, 满

足 α1 > 0 和 α2 > 0, 这里对 α1 + α2 不做具体设定①; 脚注 i 和 t 分别表示地区 i 和时间 t。 根

据方程 (1) 可求得劳均产出并进行对数变换, 得到如下公式:
lnyi, t = lnAi, t(η1

i, t, η2
i, t) + α1 lnki, t + α2 lnhi, t + (α2 - α1 - 1)lnLi, t (2)

　 　 其中, yi, t = Yi, t / Li, t , 即为劳均产出, 也称劳动生产率; ki, t = Ki, t / Li, t , 为劳均资本

存量。
下面分别给出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的具体形式, 设定为:

Ai, t(η1
i, t, η2

i, t) = Aie
γ1η1

i, t +γ2η2
i, t ξi, t (3)

hi, t = eρ1lnSi, t +ρ2lnQi, t-T+o( lnSi, t, lnQi, t-T) 2
ζi, t (4)

　 　 借鉴毛丰付和潘家顺对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方程的设定[28] , 用方程 (3) 代表地区全要

素生产率的生产函数。 Ai 表示地区在初始期的全要素生产率; η1
i, t 表示地区产业结构, η2

i, t 表

示出口结构, 作为在全球产业链中分工地位的代理变量; γ1、 γ2 均为大于 0 的常数; ξi, t 表示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外生冲击, 且满足 ξi, t > 0、 E[ξi, t] = 1 和 Var(ξi, t)=σ2
1。 用教育数量和教

育质量表示人力资本, 如方程 (4) 所示。 Si, t 表示教育数量, Qi, t -T 表示教育质量, 一般用教

育投入表示, T 表示教育投入形成人力资本所需要的时间, o( lnSi, t, lnQi, t -T) 2 表示高阶项,
尽管有学者认为教育数量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教育质量的影响[38] ,
但在这里对具体的函数形式不做设定, 而是在实证分析中进行检验; ρ1、 ρ2 均为大于 0 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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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 α1 + α2 可以不为 1, 根据龚关和胡关亮的测算结果, 除了少数行业表现出规模报酬不变或规模报酬递增外,
中国大部分行业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减[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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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ζi, t 表示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外生冲击, 满足 ζi, t > 0、 E[ζi, t] = 1、 Var(ζi, t) = σ2
2 和

Cov(ξi, t, ζi, t) = 0。
将方程 (3)、 (4) 进行对数变换后代入方程 (2), 可得到用产业结构、 出口结构、 劳

均资本存量、 教育数量、 教育质量及总劳动力数量表示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方程:
lnyi, t = θ0 + γ1η1

i, t + γ2η2
i, t + α1 lnki, t + θ1 lnSi, t + θ2 lnQi, t -T + (α2 - α1 - 1)lnLi, t +

α2·o(Si, t, Qi, t -T) 2 + μi, t (5)
　 　 其中 θ0 = lnAi, θ1 = α2ρ1, θ2 = α2ρ2, μi, t = lnξi, t + α2 lnζi, t , 因此, 有 E[μi, t] = 0 和

Var(μi, t) = σ2
1 + α2

2σ2
2。 方程 (5) 即为面板回归 OLS 模型, 在回归结果中, 残差即为初始的

全要素生产率。
2. RIF 分解

假设随机变量 Y 的分布函数为 FY, 定义映射规则
 

v: F
 → ℝ, F 为满足 | v(FY) | <+∞的分

布函数的集合, v(FY) 是刻画 Y 的分布的统计量, 比如方差、 分位数、 基尼系数等。 X ∈ ℝn

是影响 Y 的向量, 分布函数为 FX , 假设 FY 的条件分布函数为 FY| X 且不受 X的微小变动的影

响。 如果 Y 在 Y = y 处概率密度的微小变动 ( ε ) 导致 Y 的分布函数由 FY 变成 GY , 那么

GY = (1 - ε)FY + ε·1Y , 其中 1Y 为特殊分布函数, 当 Y = y 时取值为 1, 其余情况为 0。 进

而可以得到影响函数 (IF, Influence Function) 的表达式如下:
IF(y, v(FY)) =lim

ε→0
v(GY) - v(FY)

ε
= ∂ v

∂ ε | ε = 0 (6)
　 　 IF 的含义为: 当 Y 的分布在 Y = y 处发生微小变动时, 统计量 v 的变化量; 在给定统计

量的情况下, IF 仅为 y 的函数, 因此, 必然有 ∫IF(y, v(FY)) · d(FY(y)) = E[ IF(y,
v(FY))] = 0。 菲尔波 (Firpo) 等定义了 “再中心化影响函数” (RIF) [39] , 表达式如下:

RIF(y, v(FY)) = IF(y, v(FY)) + v(FY) (7)
　 　 同样, RIF 也仅为 yi 的函数。 在方程 (7) 等号两边求期望, 得到如下方程:

v(FY) = E[RIF(y, v(FY))]  

= ∫RIF(y, v(FY))·d(FY(y)) =

∬RIF(y, v(FY))·dFY| X(y)·dFX(x) = ∫E[RIF(y, v(FY)) | X = x]·dFX(x) =

E[RIF(y, v(FY)) | X = x] (8)
　 　 根据方程 (8), 统计量 v(FY) 等于RIF的无条件期望, 同时也等于RIF的条件期望。 这

意味着把 RIF 作为被解释变量, X 作为解释变量进行 OLS 回归, 可以得到如下方程:
RIF(y, v(FY)) = X′β + 􀆠i (9)

　 　 那么 v(FY) = E[X′β] =X-′β̂ , 这里 β̂ 即为无条件分位数效应 (UPE, Unconditional Partial 

Effect), 表示在 X 的均值处解释变量每提升一个单位, 统计量 v 将变动 β̂ 。
费尔南多 (Fernando) 基于菲尔波等人的工作[39] , 提出了使用半参数方法来确定反事

实分布函数, 并将分布函数的变化分解为系数效应和特征效应[43] 。 在数据中, 只能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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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 X 影响后 Y 的分布函数 FY , 用 C 表示反事实, 设定 Y 的反事实分布函数 FY
C 。 统计量

v 的变动可以分解为:
v = v(G) - v(Y) = v(G) - v(GC) + v(GC) - v(Y) =X-G′β̂G -X- C

G′β̂CG +X- C
G′β̂CG -X- F′β̂F

=X- G′ β̂G -β̂C
G( ) + X-G -X- C

G( ) ′β̂CG + (X-C
G -X- F) ′β̂F +X- C

G′ β̂CG -β̂F( ) (10)
　 　 在式 (10) 中, 最右边等号后第一项为纯系数效应 (Pure Wage Structure); 第二项为

权重分配误差 (Reweighting Error), 用于重新加权策略的质量, 在大样本下期望为 0; 第三

项为纯特征效应 (Pure Composition Effect); 第四项是模型误差 ( Specification Error), 用于

评估模型设定和 RIF 估计的质量。 第一项和第二项之和被称作系数效应 ( Total Wage 

Structure), 和 Oaxaca- Blinder 分解类似; 第三项和第四项之和被称作特征效应 ( Wage 

Structure Effect)。
至此, 本文提出了对劳动生产率阶段性变化特征的分析框架: 使用 OLS 回归可以直观

体现各要素对劳动生产率的边际影响; RIF 分解可以用于讨论各生产要素对不同时期劳动生

产率分布 (统计量) 变动的贡献大小。

四、 数据来源和趋势性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 1998—2019 年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宏观数据, 文中所有的经济

数据均按各地平减指数转换为 1998 年价格。 下面根据各变量数据的收集和处理进行说明。
劳动生产率由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的年末 GDP 与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总数相比得

到, 数据均来自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统计年鉴。 图 2 是主要年份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核

密度分布情况, 从分布曲线的开口程度可以看出, 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有随时间缩小趋

势, 表现为后发地区对先发地区的追赶和趋同, 这一现象也被称作经济发展的区域间溢出

效应[44-45] 。

图 2　 主要年份劳动生产率 (对数值) 核密度分布

产业结构分为以工业产值与非农部门产值之比表示的 “工业化” 结构和以服务业产值

与非农部门产值之比表示的 “服务化” 结构, 本文使用 “工业化” 结构指标, 数据来自各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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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孙永强和巫和懋的方法, 出口结构被定义为各省出口总额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

出口占比, 他们选取了 10 个行业的数据[46] ; 但是, 各省在公布商品出口金额时采用的统计

标准不同 (分为 SITC 标准和 HS 标准), 且部分省份并未公布细分行业出口数据, 给数据整

合造成困难。 基于上述原因, 本文使用高技术产品①出口金额占总出口的比重来表示出口结

构, 其中各地区高技术产品出口金额可由 《中国高技术产品统计年鉴》 和 《中国科技统计

年鉴》 获取, 总出口数据来自各省市统计年鉴。
劳均资本存量为各地区资本存量与从业人员总数之比。 单豪杰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了中

国各省 1952—2006 年的资本存量 (1952 年价格) [47] , 基于此, 本文按照折旧率为 10. 96%
计算, 并根据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各省资本存量测算至 2019 年 (1952 年价格), 再根

据各省 GDP 平减指数将资本存量转换成 1998 年价格, 再除以从业人员数即可得到 1998—
2019 年各省劳均资本存量。 劳动力数据来自各省市统计年鉴。

教育数量即各省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 根据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公布的 “分地

区从业人员接受教育程度分组构成” 计算得到, 具体而言, 平均受教育年限=小学占比×6+
初中占比×9+高中占比×12+大专占比×15+本科占比×16+研究生占比×19。

教育质量数据用生均教育经费支出表示, 数据来自于 《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目前

该年鉴系列已经公布 1995—2018 年教育经费支出数据。 本文使用的教育经费数据包括各地

生均教育经费支出 (由总的教育经费支出除以该年在校学生总数得到)、 普通高等院校生均

经费支出和普通中学生均经费支出, 均换算成 1998 年价格。
其他数据包括城镇化率、 用就业占比表示的工业化结构, 均来自各省市统计年鉴。 表 1

给出了未经对数换算的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劳动生产率
 (万元) 681 3. 858 2. 901 0. 471 18. 911 

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 (产值占比,%) 682 0. 484 0. 085 0. 160 0. 655 

出口结构 (%) 664 0. 179 0. 191 0 0. 990
劳均资本存量 (万元) 681 11. 252 10. 913 0. 122 69. 821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682 8. 910 1. 572 2. 082 13. 900
劳动力总数 (万人) 681 2433 1701 120 7150 

滞后 5 年的生均经费支出 (元) 679 5308 6801 385. 700 51366
滞后 10 年的生均经费支出 (元) 524 3365 4185 385. 700 34323
产业结构 (劳动力占比,%) 666 0. 401 0. 094 0. 14 0. 597
滞后 3 年的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支出 (元) 620 14628 5772 5873 44472
滞后 6 年的普通中学生均经费支出 (元) 527 4245 4123 579. 100 28556
城镇化率 (%) 682 0. 477 0. 169 0. 152 0. 942

·921·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高技术产业 (制造业) 分类 (2017) 》, 高技术产业 (制造业) 指国民经济运行中 R&D 投
入强度 (即 R&D 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相对较高的行业, 包括: 医药制造, 航空、 航天器及设备制造,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 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 信息化学品制造 6 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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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实证分析

1. OLS 回归

(1) 基准回归。 按照方程 (5), 使用样本数据对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劳动生产率

进行回归估计, Hausman 检验拒绝了原假设, 因此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所有回归均控制了时

间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 教育质量数据为三年平均值 (滞后期和前后两年), 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第 (1) 至第 (9) 列的结果表明, 产业结构 “工业化” 对劳动生产率有十分显著

的正向作用。 从系数大小来看, 产业结构对劳动生产率的边际影响至少为 0. 273, 这意味着

在均值处, 工业部门产值在非农业部门产值中的比重每提高 0. 01, 劳动生产率将至少提高

0. 273%; 对应的, 在边际影响上, 服务业产值在非农部门产值中的比重每提高 0. 01, 劳动

生产率将至少降低 0. 273%。 这一估计结果同 “结构性减速” 的观点相符。
表 2　 OLS 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产业结构 1. 059∗∗∗ 1. 104∗∗∗ 0. 419∗∗∗ 0. 427∗∗∗ 0. 273∗∗∗ 0. 293∗∗∗ 0. 317∗∗∗ 0. 480∗∗∗ 0. 487∗∗∗

(0. 140) (0. 141) (0. 112) (0. 084) (0. 081) (0. 080) (0. 081) (0. 093) (0. 092)
出口结构 0. 210∗∗∗ 0. 131∗∗∗ 0. 102∗∗∗ 0. 102∗∗∗ 0. 103∗∗∗ 0. 104∗∗∗ 0. 055∗∗∗ 0. 047∗∗

(0. 036) (0. 028) (0. 021) (0. 020) (0. 019) (0. 019) (0. 018) (0. 018)
劳均资本存量 0. 403∗∗∗ 0. 161∗∗∗ 0. 160∗∗∗ 0. 155∗∗∗ 0. 169∗∗∗ 0. 160∗∗∗ 0. 133∗∗∗

(0. 019) (0. 018) (0. 017) (0. 017) (0. 018) (0. 020) (0. 022)
劳动力 -0. 825∗∗∗ -0. 830∗∗∗ -0. 816∗∗∗ -0. 834∗∗∗ -0. 857∗∗∗ -0. 849∗∗∗

(0. 038) (0. 036) (0. 035) (0. 036) (0. 037) (0. 037)
教育数量 0. 562∗∗∗ 0. 545∗∗∗ 0. 211 0. 455∗∗∗ 0. 888∗∗∗

(0. 067) (0. 066) (0. 166) (0. 070) (0. 174)
教育质量 1 0. 062∗∗∗ -0. 044

(0. 015) (0. 050)
教育数量×
教育质量 1 0. 050∗∗

(0. 023)
教育质量 2 0. 016 0. 131∗∗∗

(0. 012) (0. 044)
教育数量×
教育质量 2 -0. 060∗∗∗

(0. 022)
_ cons 8. 860∗∗∗ 8. 826∗∗∗ 5. 200∗∗∗ 21. 287∗∗∗ 20. 324∗∗∗ 19. 716∗∗∗ 20. 583∗∗∗ 22. 187∗∗∗ 21. 596∗∗∗

(0. 074) (0. 075) (0. 180) (0. 743) (0. 713) (0. 713) (0. 814) (0. 830) (0. 852)
N 681 662 662 662 662 659 659 513 513
(pseudo)  

R2 0. 962 0. 963 0. 977 0. 987 0. 989 0. 989 0. 989 0. 986 0. 986
　 　 注: 表中回归均控制了时间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 变量 “教育质量 1” 表示滞后 5 年的生均经费支出, 变量 “教育质量 2”
表示滞后 10 年的生均经费支出;∗∗∗p<0. 01, ∗∗p<0. 05, ∗ p<0. 1; 括号内为标准误。

出口结构优化同样对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出口结构 (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
每提高 0. 01, 劳动生产率在边际上至少提高 0. 047%。 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 以劳

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贸易结构将不可持续, 中国开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鼓励支持

企业创新, 带动外贸出口产品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转变优化, 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加速从下

游转向中上游, 高技术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增加, 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
第 (4) 至第 (9) 列的结果表明, 资本产出弹性在 0. 133—0. 169 间, 低于其他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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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得到的结果。 导致这一差异的可能性有: 基期存量资本和固定资产投资测算不同, 单豪

杰未将土地、 存货投资纳入固定资本投资中, 因此得到的资本存量相对小, 使用的折旧率不

同, 分省折旧率为 10. 96%[47] , 比其他大多数学者使用的折旧率要高; 有的学者使用城市数

据估计资本产出弹性[28] ; 此外, 样本所定的基年不同也会导致估计结果差异。
第 (5) 、 (6) 列的结果表明, 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 (滞后 5 年) 的提升对劳动生产

率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加入交叉项后, 尽管交叉项的系数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仍

然相当显著, 但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各自的影响不再显著, 这和模型的预测不符。 主要

是因为滞后 5 年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数量并不匹配, 2019 年中国大陆劳动力平均年龄为

38. 8 岁①, 因此使用滞后 10 年甚至更久的教育质量数据比较合理。 使用滞后 10 年的教育

质量数据, 估计结果如第 (8) 和第 (9) 列所示, 交叉项的系数为负, 表明教育数量对

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教育质量: 当教育质量较低时, 扩大教育数量对

劳动生产率的边际影响更大; 随着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 教育数量扩张对劳动生产率的

边际影响不断减小。 在本文样本中, 教育质量均值 (对数值) 为 7. 717, 因此教育数量对

劳动生产率的边际效应为 0. 425>0 (0. 425 = 0. 888-0. 06×7. 717) , 即教育扩张对劳动生

产率仍有促进作用。
总结 OLS 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基本符合模型预测 (除资本产出弹性偏小)。

值得说明的是, 尽管产业结构对劳动生产率的边际影响较大, 但从经济意义来看, 产业结构

的转变是一个长期且缓慢的过程, 因此实际的影响大小还有待探究。
(2) 稳健性检验。 为了证明回归模型的稳定性, 使用替代变量对第 (9) 列进行重新估

计。 表 3 是稳健性检验结果, 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非农部门从业人员之比表示产业结构,
回归结果如第 (10) 列所示, 对比表 2 第 (9) 列的估计结果, 产业结构对劳动生产率的边

际影响并无显著变化, 但是教育质量的边际影响降低且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交叉项的回归系

数在统计上变得不显著。 在第 (11) 列中, 用滞后 10 年的普通高等学校生均经费支出作为

教育质量的代理变量进行回归, 发现教育质量、 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的交叉项对劳动生产率

并无影响; 对比之下, 第 (12) 列中, 用普通中学生均经费支出作为教育质量的代理变量,
除出口结构对劳动生产率的边际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外, 其余估计结果和第 (9) 列的结果

十分相似。 导致第 (11)、 (12) 列的教育质量系数估计结果存在差异的可能原因是: 普通

高等学校的学生大多为 “流动人口”, 受教育地和就业地不一致[48-49] 。 在第 (13) 列中,
加入控制变量 “城镇化率”, 主要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相比第 (9) 列在统计上基本无差异。
综上, 本文的 OLS 回归结果比较稳健。

(3) 分组回归。 本文想说明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解释变量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

不一致的, 正如部分学者指出的那样, 2010 年之后, 中国的经济增长发生了 “结构性减

速”。 将 2010 年作为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折点, 将样本进行分组回归, 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在表 4 中, 第 (14)、 (15) 列为使用 2010 年及其之前数据的回归结果。 产业结构对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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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0)

二产 / 非农劳动力

(11)
滞后 10 年高等
教育生均经费

(12)
普通中学生

均经费

(13)
加入城镇化率

产业结构 0. 414∗∗∗ 0. 503∗∗∗ 0. 515∗∗∗ 0. 504∗∗∗
(0. 092) (0. 093) (0. 092) (0. 091)

出口结构 0. 040∗∗ 0. 037∗∗ 0. 028 0. 041∗∗
(0. 019) (0. 018) (0. 018) (0. 018)

劳均资本存量 0. 157∗∗∗ 0. 152∗∗∗ 0. 135∗∗∗ 0. 130∗∗∗
(0. 021) (0. 022) (0. 022) (0. 022)

劳动力 -0. 818∗∗∗ -0. 851∗∗∗ -0. 827∗∗∗ -0. 854∗∗∗
(0. 039) (0. 037) (0. 037) (0. 037)

教育数量 0. 779∗∗∗ 1. 246∗∗ 1. 045∗∗∗ 0. 754∗∗∗
(0. 178) (0. 572) (0. 206) (0. 175)

教育质量 0. 076∗ 0. 182 0. 185∗∗∗ 0. 093∗∗
(0. 045) (0. 136) (0. 057) (0. 045)

教育数量×教育质量 -0. 032 -0. 089 -0. 090∗∗∗ -0. 042∗
(0. 023) (0. 060) (0. 028) (0. 022)

城镇化率 0. 242∗∗∗
(0. 067)

_ cons 20. 988∗∗∗ 20. 721∗∗∗ 20. 963∗∗∗ 21. 843∗∗∗
(0. 865) (1. 514) (0. 880) (0. 844)

N 507 483 483 514
(pseudo)  

R2 0. 987 0. 987 0. 987 0. 987
　 　 注: 表中回归均控制了时间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 第 (10) 列中, 产业结构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非农部门从业人
员比重; 第 (11) 列中, 教育质量为滞后 10 年的普通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支出; 第 (12) 列中, 教育质量用滞后 10 年的

普通中学生均经费支出表示; 第 (13) 列中, 在第 (9) 列的回归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城镇化率;∗∗∗p<0. 01, ∗∗p<0. 05, 

∗p<0. 1;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4　 按年份分组回归

变量
(14)

1998—2010
(15)

1998—2010
(16)

2011—2019
(17)

1998—2019
产业结构 0. 214∗ 0. 215∗ 0. 234∗∗ 0. 487∗∗∗

(0. 121) (0. 122) (0. 099) (0. 092)
出口结构 -0. 071 -0. 071 0. 006 0. 047∗∗

(0. 054) (0. 054) (0. 016) (0. 018)
劳均资本存量 0. 130∗∗∗ 0. 130∗∗∗ 0. 218∗∗∗ 0. 133∗∗∗

(0. 027) (0. 028) (0. 031) (0. 022)
劳动力 -0. 810∗∗∗ -0. 811∗∗∗ -0. 744∗∗∗ -0. 849∗∗∗

(0. 060) (0. 063) (0. 040) (0. 037)
教育数量 0. 288∗∗∗ 0. 271 1. 142∗∗∗ 0. 888∗∗∗

(0. 092) (0. 223) (0. 406) (0. 174)
教育质量 0. 007 0. 003 0. 377∗∗∗ 0. 131∗∗∗

(0. 010) (0. 047) (0. 109) (0. 044)
教育数量×教育质量 0. 002 -0. 173∗∗∗ -0. 060∗∗∗

(0. 026) (0. 048) (0. 022)
_ cons 21. 796∗∗∗ 21. 848∗∗∗ 18. 482∗∗∗ 21. 596∗∗∗

(1. 188) (1. 337) (1. 100) (0. 852)
N 241 241 273 514
(pseudo)  

R2 0. 982 0. 982 0. 984 0. 987
　 　 注: 表中回归均控制了时间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 用滞后 10 年的生均经费支出作为教育质量的替代变量;∗∗∗p<0. 01, 

∗∗p<0. 05, ∗p<0. 1; 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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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产率的边际影响变小且仅在 10%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 出口结构、 教育质量对劳动生

产率没有影响; 对比之下, 资本投入和教育数量投入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较大且在统计上显

著。 这可能与 1998—2010 年期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模式为要素投入驱动的粗放式增长

相关。 第 (16) 列为使用 2011—2019 年数据进行回归估计的结果, 其中, 产业结构对劳动

生产率的边际影响为 0. 234, 且在 5%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 出口结构对劳动生产率无明显

影响; 劳均资本存量产出弹性仍然十分显著, 且边际影响大小有所提升; 对比第 (17) 列

的估计结果, 交叉项的系数减小且十分显著, 这意味着 2010 年以后, 在教育质量 (教育数

量) 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教育数量 ( 教育质量) 边际生产率加快下降。 整体上来看,
2011—2019 年期间, 结构性因素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开始提升。

2. RIF 分解结果

(1) 总体分解结果。 在前面的分组回归中, 以 2010 年为分界点 (分别用 t0 和 t1 作为

2010 年前后时期的简称), 回归结果表明结构因素对劳动生产率的边际影响有较大差异, 为

了更进一步地认识要素投入和结构转变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大小, 接下

来使用 RIF 分解的方法进一步分析, 表 5 是分解结果。
表 5　 RIF 分解结果

效应类型
(18)
均值

(19)
方差

(20)
Q50-Q10

(21)
Q90-Q50

(22)
Q90-Q10

总变动 0. 710∗∗∗ -0. 104∗∗∗ -0. 158∗∗ -0. 121 -0. 278∗∗∗
特征效应 0. 524∗∗∗ 0. 081∗∗∗ 0. 142∗∗∗ 0. 205∗∗∗ 0. 347∗∗∗
系数效应 0. 186∗∗∗ -0. 185∗∗∗ -0. 300∗∗∗ -0. 325∗∗∗ -0. 625∗∗∗
特征效应

纯特征效应 0. 523∗∗∗ -0. 171∗∗∗ -0. 224∗∗∗ -0. 370∗∗∗ -0. 594∗∗∗
模型设定误差 0. 001 0. 253∗∗∗ 0. 366∗∗∗ 0. 574∗∗∗ 0. 941∗∗∗
系数效应

纯系数效应 0. 866∗∗∗ 0. 222 1. 757 -2. 852 -1. 095
权重分配误差 -0. 680∗∗∗ -0. 407 -2. 057 2. 527 0. 470

　 　 注: 分解时控制了时间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p<0. 01, ∗∗p<0. 05, ∗p<0. 1。

在表 5 中, t0 到 t1 期均值的总变动为正, 对均值变动的分解结果表明, 特征效应对均值

总变动的贡献为 73. 8%, 系数效应对均值总变动的贡献为 26. 2%。 在特征效应中, 纯特征

效应几乎能完全解释特征效应的变动, 这意味着不同时期解释变量的结构变动是造成劳动生

产率均值变动的主要原因。 尽管纯系数效应对均值变动的贡献超过 100%, 但是权重分配误

差较大, 导致系数效应对均值变动的贡献总体较小。
对方差总变动的分解结果表明, 系数效应导致总效应变动为负, 贡献度达到了

177. 88%。 对系数效应进一步分解发现, 纯系数效应为正, 但权重分配误差较大导致系数效

应为负。 特征效应为正, 但主要是模型设定误差导致的。 对 50%分位数和 10%分位数之差

的分解结果表明, 系数效应造成了不同时期的差异为负, 而权重分配误差解释了系数效应为

负的原因; 特征效应为正, 但影响较小。 不同时期 90%分位数和 50%分位数之差为负, 主

要为系数效应导致, 而纯系数效应导致了系数效应为负; 特征效应为负, 但由模型设定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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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 纯特征效应为正, 对不同时期 90%分位数和 10%分位数之差的分解得到类似的结果。
上述结果表明, t1 时期, 尽管解释变量的结构变动会导致劳动生产率分布更加发散, 但系数

效应的负向影响更大, 使得劳动生产率分布更加集中。
表 6 展现了对均值进行分解时主要解释变量对四种效应的解释力度。 在纯特征效应

中, 有 51. 43%可以由劳均资本存量变动解释; 劳动力的纯特征效应为负, 这与模型的预

测一致; 教育数量 (教育质量) 的纯特征效应受到教育质量 (教育数量) 的影响, 且人

力资本的纯特征效应为正; 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对于纯特征效应的贡献非常小。 在纯系

数效应中, 24. 13%由产业结构的纯系数效应贡献, 1. 85%由出口结构的纯系数效应造成;
教育数量 (教育质量) 的纯系数效应受到教育质量 (教育数量) 的影响, 且人力资本的

纯系数效应为正。 简言之, 劳均资本存量主要通过特征变化 (投入增加) 影响劳动生产

率; 人力资本 (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 通过特征效应和系数效应 (回归系数) 影响劳动

生产率; 结构因素在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影响中主要表现为系数效应, 但贡献相对较小。
表 6　 解释变量对均值变动的贡献 (RIF 分解)

变量 纯特征效应 模型设定误差 纯系数效应 权重分配误差

总贡献 0. 523∗∗∗ -0. 004 0. 866∗∗∗ -0. 680∗∗∗
产业结构 -0. 001 -0. 182∗∗∗ 0. 209∗∗∗ -0. 027∗∗∗
出口结构 0. 001 -0. 005 0. 016∗∗ 0. 000
劳均资本存量 0. 269∗∗∗ 1. 361∗∗∗ -0. 427 -0. 012
劳动力 -0. 359∗∗∗ 1. 581 -0. 492 0. 277∗∗∗
教育数量 0. 180∗∗∗ -3. 347∗∗∗ 5. 185∗∗∗ 0. 028
教育质量 0. 176∗∗∗ -3. 915∗∗∗ 6. 344∗∗∗ 0. 452∗∗∗
教育数量×教育质量 -0. 410∗∗∗ 3. 080∗∗∗ -5. 567∗∗∗ -0. 401∗∗∗

　 　 注: 分解时控制了时间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p<0. 01, ∗∗p<0. 05, ∗p<0. 1。

图 3　 分位数变动分解

(2) 分位数变动分解。 将不同分位点上

的劳动生产率变动分解成四种效应, 结果如

图 3 所示。 总体上, 纯特征效应对总变动的

贡献最大; 模型设定误差在中部分位区域相

对较小, 意味着在中部分位处模型设定相对

更合理, RIF 估计质量更高; 纯系数效应对

总变动的贡献基本为正, 且在劳动生产率较

低的分位处贡献更大; 而权重分配误差的表

现和纯系数效应相反。 这些现象表明: 在不

同阶段, 解释变量的特征变化是劳动生产率

增加的主要推动力量; 这也同时印证了对均值变动分解时得出的观点。
图 4 描绘了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在不同分位数上的贡献大小。 对产业结构的效应分解表

明, 特征效应主要解释了总效应。 产业结构的效应在低分位数上的作用为负, 在高分位数上

的作用为正, 即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转变对高劳动生产率一侧有正向作用, 对低劳动生产率一

侧有负向作用。 部分原因可能是制造业的 “服务化” 转型, 即国内服务替代国外服务[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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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口结构的效应分解表明, 出口结构的效应在低分位数处为正, 在高分位数处为负, 但整

体上效应较小。

图 4　 结构因素在不同分位数上的增长贡献分解

六、 总结与讨论

在中国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背景下, 劳动生产率对经济的长期合理增长起着决定性作

用, 正确认识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过程将有益于深入理解新阶段的经济增长。 本文在新古

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 考虑结构转变、 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边际影响和增长

贡献。 使用中国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1998—2019 年的数据进行 OLS 回归分析, 并以

2010 年作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折点, 对前后不同阶段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分布的变动进行 RIF
分解, 得出以下五点结论: 第一, OLS 回归结果表明, 产业结构 “服务化” 在边际上对劳

动生产率有负向影响; RIF 分解结果显示, 产业结构 “服务化” 主要促使处于较低分位数上

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 对处于较高分位数上的劳动生产率有促进增长作用。 第二, 结合

OLS 估计和 RIF 分解结果, 出口结构对劳动生产率的边际促进作用仅发生在低分位数上, 且

总体效应很小。 第三, 相对于上一个时期 (1998—2010 年), 产业结构转变阶段资本产出弹

性更大。 分解的结果表明, 资本深化是促进转变期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最重要的力量。 第四,
不论是从对劳动生产率的边际影响还是从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贡献来看, 教育数量和教育质

量都存在相互影响。 第五, 转变期中国劳动生产率分布收敛, 表明地区间劳动生产率的趋

同, 而这主要是系数效应 (要素回报) 形成的。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 中国在经济转型期间确实经历了一定程度的 “结构性减速”, 但

产业结构 “服务化” 也有积极的一面, 即促进高劳动生产率部分的增长。 “服务化” 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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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在工业化后期必然经历的过程, 引导生产性服务产业发展, 促进制造业向高端化发

展将缓解转变期之 “经济阵痛”。 未来应更加重视人力资本在劳动生产率增长中的重要作

用。 教育扩张仍然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具有积极作用, 但在扩张的同时也应兼顾教育质量。
本文的研究存在一定不足之处, 即本文使用的资本存量数据并没有包括土地、 存货等投

资, 但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土地这一要素投入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51-52] , 因此可能

会导致低估资本产出弹性。 未来可以从产业结构对不同水平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差异开始, 探

究中国经济 “服务化” 发展的具体路径, 评估产业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减速的贡献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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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choo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As domestic economic entered a new stage, the growth of labor productivity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GDP growth during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Therefore, it’s necessary to 

further analyze the growth of labor productivity in the period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explore its growth source.  This paper extends the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 and makes 

regression estimation and growth decomposition of labor productivity by using the data of 

various provinces and cities from 1998 to 2019.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results of OLS regression show that China’ s labor productivity has 

indeed experienced a “structural slowdown”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the results of decomposition show that this slowdown mainly happened in low labor 

productivity sectors and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high labor productivity sectors.  Secondly, 

the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d decomposition show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export structure 

on labor productivity only occurs in the low quantile, and the overall effect is small.  Thirdly, 

the capital output elasticity is larger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apital deepening is still the biggest driving force for China’s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Fourthly, the influence of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ducation on labor productivity depends 

on the level of each other to a certain level.  Presently, the expansion of education is still 

promoting for the growth of labor productivity.  Lastly,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the 

distribution of labor productivity is more concentrated, indicating that there is convergence of 

labor productivity among provinces.  The decomposi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is is mainly 

caused by factor return.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of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holds that 

productive-service-oriented policy and gui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productivity 

manufacturing should be appreciated to alleviate the “pain”  of economic.  At the same time, 

the expansion of education,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ducation, 

will be more beneficial to the growth of labor productivity.  

Keyword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capital deepening; education quantity; education 

quality; labor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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